消费领域碳减排政策研究进展与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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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简要概述消费领域碳排放源，回顾消费领域主要的碳减排政策，即碳税、个人碳交易和补贴政策，并就效率、效果、公平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1）碳税操作便利，实施成本较低，可以实现减少碳排放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红利，但容易形成累退效应；（2）个人碳交易是一项具有碳减排潜力的超前的减排政策；（3）消费侧的补贴政策有助于消费者选择低碳甚至是零碳排放的产品，进而引导节能生产。最后，展望消费领域碳减排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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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sources of carbon emissions briefly, reviews the mai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ies in the consumption field, including Carbon Tax, Personal Carbon Trading and Subsidies, compared with efficiency, effectiveness and the equity of the three poli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carbon tax is easy to operate and lower in implementation costs. It can realize Double Dividend Revenue which reducing carbon emissions and increasing revenue, but it is easy to form a "regressive effect";（2）personal carbon trading is a potenti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but ahead of time;（3）the subsidy policy in the consumption field could help consumers to choose low carbon or even zero carbon emissions products to guide energy saving products production. Finally, this paper prospects the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licy in the field of consum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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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2015年12月，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会议中的195个缔约方一致通过了《巴黎协定》，指出若创造适合人类居住的环境,则应将温度升幅控制在与工业化前水平相比2°C以内并继续争取至1.5°C的范围内[1]。自美国第45届总统特朗普上任，其先后废除奥巴马在政时期的碳减排政策，并于2016年6月1日公开宣布退出《巴黎协定》，美国只能实现部分的自主决定贡献额度（INDC），缩减其他国家的碳排放空间。虽一些国家采取了支持美国的态度，但大部分国家仍表示继续实施碳减排政策，减缓由于人类原因造成的气候变化。

当前生产领域碳减排空间逐渐缩小，消费领域碳减排成为减少碳排放的重要选择。国际能源署（IEA）报告显示，人类在2010—2040年间能源的使用量呈上升趋势，即使可再生能源和天然气是世界增长最快的能源，但煤炭仍是最主要的燃料。一些发达国家消费领域碳排放量占据国内碳排放量的40%~50%[2-5]，其中交通、食物和住宅的碳排放占消费领域碳排放总量前3位。由于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则很难改变，消费领域具有很强的碳“锁定”效应[6]，极可能抵消掉其他领域的碳减排成果。气候的长期威胁影响着人类生活[7]，加之消费行为对生产环节具有引导和制约作用，因此在消费端推行节约、环保、低碳的消费模式势在必行。

鉴于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在高举碳减排大旗的同时，有必要对消费领域的碳减排政策进行梳理。但当前碳减排的政策工具较多，是碳税好？还是个人碳交易好？还是其他可替代的碳减排政策？这已经成为政策研究急需回答的科学问题。在现实背景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消费领域碳减排政策进行了全面梳理，系统地评述了消费领域主要的碳减排政策，为实现大量碳减排的政策目标提供思路。
2   消费领域的碳排放源

亚当·斯密说：“消费是所有生产的唯一目的”。Hertwich等[8]和Wilson等[9]的研究表明，消费领域中由家庭消费引致的碳排放量约占全社会碳排放总量的72%，减少家庭碳排放量对于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关键作用。碳足迹的核算成为消费领域碳减排首要解决的问题。

学者研究表明，消费领域碳足迹主要由直接碳排放和嵌入式碳排放（又称间接碳排放）构成，但消费领域碳足迹核算方法与国家政府部门碳足迹核方法有所差异。国家政府部门依据产品视角核算碳排放量并实施相应的碳减排政策。而英国气候变化委员会（Committee on Climate Change，CCC)[10]、Baiocchi等[11]的研究表明，消费领域从消费视角核算的碳排放量往往高于产品视角的碳排放量。Jones等[12]、Caeiro等[13]的研究均表明，交通、食物和住宅三者对消费领域碳排放贡献最大，占据了消费领域碳排放总量的3/4[14]。Jones等[12]研究表明，美国家庭平均1年的碳排放总量为48 tCO2 e，其中交通出行碳排放占据家庭总排放量的20%。Druckman等[15]从家庭时间分配的角度，将家庭活动划分为了18类,研究结果表明，交通出行增加的碳排放强度在研究的18项活动中占据了11项，“通勤”增加的碳排放强度位列家庭碳排放强度第3位。Druckman等[16]的研究表明，家庭中食物的碳排放占据家庭总碳排放量很大比例。有学者认为住宅影响碳排放量，如Tukker等[17]和Hong等[18]研究认为，保温功能性好的住宅，用于空间加热和制冷的能源需求量少，故而碳排放量少，反之亦然。Druckman等[19]的研究均认为时间使用是碳排放的关键性因素。基于以上学者的研究表明，交通、食物和住宅对总碳排放量的贡献较大，侧面反映了居民的生活消费习惯与碳排放量息息相关。

明确家庭碳排放量的影响因素是制定针对性碳减排政策的关键问题。研究表明，家庭规模、家庭收入、家庭类型、受教育程度、社会文化差异以及家庭控制系统等对消费领域碳排放量具有重要影响。Buchs等[20]研究指出，家庭规模效应对直接碳排放和交通出行的碳排放影响较大，家庭规模越大，碳排放总量越高，相对应的，人均碳排放量越低。Druckman等[21]研究证实了家庭在消费领域碳排放的决定作用，表明家庭收入越高，碳排放量越高。Gough等[22]在对英国不同类型家庭碳排放的研究中发现，独居的年轻人相比同居者由于交通和服务需要更多的能源和空间，释放出更多的碳排放量。Lawrance[23]研究指出，受教育程度是影响消费者理性程度的重要变量。Baiocchi等[24]的研究也认为受教育程度对于家庭碳排放具有重要作用，一旦高等教育水平的收入具有可控性，则将与碳排放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有必要对消费者进行环境教育。其他的学者认为社会文化的差异以及家庭控制系统对消费领域碳排放量也具有重要的影响。

根据以上学者的观点，家庭活动与碳排放量息息相关，消费领域碳减排政策的实施关乎每一个消费者的切身利益，不产生累退效应成为制定并实施碳减排政策的重要参考标准。

3   消费领域主要的碳减排政策

碳减排政策最早实施在生产领域，主要包括经济政策、行政法规等。而消费领域实施的碳减排政策多为启发性、宣传性、引导性的非强制性政策，包含碳税、补贴以及争议较大的个人碳交易。例如，中国征收的燃油税、阶梯型电价，荷兰的能源管理税，丹麦的能源消费税，瑞典的CO2差异化车辆税、节能家电下乡补贴、新能源汽车补，以及英国减少工作时间等政策，均在碳减排量不可控制的前提下引导减少碳排放。2012年在离澳大利亚1 500 km的诺福克岛（Norfolk Island）上，进行了世界上首次旨在以交易的形式减少个人碳排放的个人碳交易方案的实验[25-29]，但该方案仍在理论探究中。同时，存在与个人碳交易理念相似的自发碳减排运动和组织，如英国的基层碳配给行动小组（Carbon Rationing Action Groups，CRAGs）[30]，以及英国的WSP公司[31]。美国退出《巴黎协定》无疑会增加其他国家的碳减排压力，并导致其他国家调整碳减排政策，哪种政策能有更大潜力促进减少碳排放？

3.1  税收（taxes）
至今，碳税是税收政策中得到各国广泛评估的碳减排政策工具[32]。碳税引起相关价格变化，引导消费者经济行为改变，即在所有能源的最终用途上，通过征收碳税引起高碳排放能源价格上涨，促使消费者选择其他清洁能源，达到减排目标。

学者根据时间，将国际上碳税的实施划分为3个阶段[33]：第一阶段为1990~2000年，实施的主要为芬兰、丹麦等北欧国家以及部分东欧国家；第二阶段为2001~2011年，实施的主要为英国、冰岛等国家；第三阶段为2012年至今，实施的是以英国、冰岛、日本为主要的代表性国家。就实施的情况来看，荷兰、丹麦和日本的碳税实施最为成功。例如，20世纪90年代荷兰实施的能源管理税，主要征税对象为家庭以及小型能源消费者，目的在于提高能源的使用成本，刺激减少能源消费，寻找可替代能源，最终减少能源使用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使荷兰的碳排放量较之前下降了1.5%，财政收入接近20亿欧元。丹麦是世界上实施碳税最早的国家之一，其碳税征收的范围十分广泛，至2014年全国碳排放量下降了14%，国内生产总值较20世纪90年代初增长了1.5倍。日本采取了税率相对较低的碳税政策，使政府的税收在2016年突破了2 600亿日元，同时碳排放量明显下降。碳税政策的实施既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促进了低碳经济的发展，同时减少了碳排放量，实现了环境政策的“双重红利”。

但有学者根据古典经济学推论得出人们对碳税反映迟钝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碳税对能源价格的调节作用。碳税政策在控制碳减排量方面具有不确定性，且依据现有碳税政策，不足以应对更高强度的碳减排目标。

3.2  交易机制（trading system）

Fleming[34]在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个人碳交易的概念，它是一种消费者总量管制和交易机制，被一部分学者认为是进行大量碳减排的颠覆性方案[35-43]。个人碳交易坚持紧缩趋同的原则，无偿平均分配碳额，强制履行碳减排义务，允许碳额自由买（碳额不足）卖（碳额盈余），以达到碳排放量减少的政策目标。

Fawcett[35-36]和Hillman[37]提出的个人碳配额方案（personal carbon allowancs/rationing，PCAs）和Fleming[38]2-7提出的可交易的能源许可证（Tradable energy quotas，TEQs）是两种主流的个人碳交易方案，由于实施范围、碳额分配方式以及清缴方式的不同，各个碳交易方案各有特点。Fleming[38]2-7和Johnson[39]等主张个人碳交易可以覆盖全国经济范围，将碳配额总量按照一定比例平均分配给个人，进而达到在消费领域和生产领域碳减排的目标。Fawcett等[40-42]提出的PCAs结合了无偿分配和拍卖的方式，旨在减少家庭能源领域和私人交通领域（包括私人航空出行）的碳排放。Ayres[43]提议在消费领域实施可交易消费许可证（Tradable consumption quota，TCQ），以国家碳减排总量为上限，将消费领域碳排放配额100%平均无偿分配给个人，个人作为清缴的主体定期清缴。但该方案以所有产品均贴上碳标签为政策实施前提，由于实施难度较大，该方案仅处于构想中。由于个人碳交易的实施成本较高且具有政策交叉复杂性的特点，Aziz等[44]认为可先将该机制在某个部门试行，再进行全国经济范围推广。鉴于交通部门排放量占消费领域碳排放量较高，Watters等[45]基于私人交通领域的研究提出了交通可交易碳许可证（tradable transport carbon permits，TCPs）的碳减排框架。

个人碳交易驱动消费者的经济行为、心理行为和社会行为产生变化，从而达到能源需求量减少、碳排放量减少的政策目标[46]。如图1所示，个人碳交易通过碳价的价格信号引导消费者消费选择等经济行为，促使消费者选择低碳的消费模式，但碳价会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如碳配额的多少、碳配额的短缺等。通过碳配额数量、碳排放量的可视化、环境意识、碳预算的组合影响消费者心理行为，导致消费者对碳排放行为进行权衡。而碳配额在个体之间的不同分布，也会导致消费者具有不同的经济行为。内在动机促使消费者从碳意识到行为的转换。社会支持度是衡量新政策能否推行的主要标准。碳额平均分配的原则具有相对公共性，一定程度上具有公众可接受性，进而在实施过程中向消费者明确了不损害大气的排放水平，并制定了相应的碳减排指导方针，潜在地影响着社会制度并形成新的社会规范。但个人碳交易的实施不会完全替代现行的碳减排政策，而是与现行政策并行实施[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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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个人碳排放权交易机制

如上文所述，个人碳交易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消费领域碳减排方案，从一个想法过渡为实际的政策实施具有一定的障碍[48]，该方案仍处于理论探索中。
3.3  补贴（subsidy）
消费领域碳减补贴将借助政策确定的具体节能和新能源产品由财政拨付给企业，将补贴款项从产品销售价格中扣除，最终通过企业将优惠让渡给消费者，直接减少消费者购买产品的支出，引导消费者的消费偏好和行为习惯[49]。

消费领域补贴政策主要表现为节能家电补贴、新能源家电补贴、节能和新能源汽车补贴、消费者对低碳产品以及绿色产品的支持，将会直接引导上游生产者生产低碳产品甚至是零排放产品，实现消费者生活低碳可持续发展并达到碳减排目标，实现“双赢”[49]。例如，瑞典实施将所征收C02差异化车辆税的一部分对交通领域清洁能源汽车（包括电动汽车、混合动力汽车、生物能源汽车）提供补贴的政策，鼓励开发清洁能源技术的同时使消费者能够以更低的价格购买清洁能源汽车，致使瑞典国内的清洁能源汽车大幅度增加，减少了交通领域的碳排放[47]。周亚虹等[50]研究表明，中国新常态下新型产业是创新的重要来源，需求侧补贴对新能源汽车企业有积极影响。中国居民购买符合标准的新能源汽车，例如纯电动汽车、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以及燃料电车汽车，中央政府以及地方对单辆新能源汽车的补贴高达12万元人民币[51]。仅2014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达到并超过了2013年全年的水平，在促进发展新能源汽车技术的同时减少了交通领域的碳排放。同时有学者对补贴与碳交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例如，嵇欣[52]认为补贴政策可以与碳交易体系形成互补；Ｒío[53]也认为，如果将发展低碳技术和本地的收益（就业等）考虑在内的话，上网电价（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与碳排放贸易体系可以共存。若补贴政策的主要目标是为了鼓励低碳技术的发展，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碳交易体系在技术创新和扩散过程中的缺位。当然，补贴政策还包括促进能源安全等其他目标。

综上，消费领域碳排放补贴政策在短期内可以引导消费者的行为，促进低碳产品甚至是零碳排放产品的发展，同时刺激低碳技术创新，产生更多的技术溢出效应，有助于碳排放量的减少，是一项有助于减少碳排放的政策。但是，消费领域碳补贴的长期效益需要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4  消费领域的主要碳减排政策比较

效率（Efficiency）、效果（Effectiveness）、公平（Equity）是评价环境政策工具的三大准则[54-55]。

4.1  效率
效率是指环境政策能否以较低总成本（包含实施成本、参与成本、减排成本）实现规定的减排目标。本文主要回顾了英国的环境、食品和农村事务部（The Department for Environment, Food and Rural Affairs, DEFRA）[56]和英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Policy Research，IPPR）[57]的研究。

DEFRA针对个人碳交易运行进行了可行性分析，表明下游的个人碳交易方案的设立成本为7亿～20亿英镑，每年的运行成本为10亿～18亿英镑（其中包括每年运行碳账户的费用大约为7.5亿～10亿英镑，每年的维护成本约2亿～8亿英镑）；建立上游碳交易方案或碳税大约需要0.5亿～1亿英镑，每年的运行成本约为0.5亿英镑。但IPPR认为DEFRA关于下游个人碳交易可行性分析中的运行成本估计过高，指出运行银行碳账户应如运行其他银行账户相似，即使提供个别消费者需要的纸质账单，账户运行的总成本为5亿～10亿英镑（其中包括每年账户运行成本5亿～7.5亿英镑，每年的维护成本为0亿～2.5亿英镑）。很明显，下游个人碳交易的建立初期具有更高的总成本。同时，Nykvist等[47]的研究表明个人碳交易涵盖了许多碳排放量较小的排放源，相对于碳税和上游碳交易，从化石燃料的使用到碳排放量的控制也具有较高的转换成本。

DEFRA和IPPR均对下游个人碳交易系统中的个人参与成本和减排成本进行估计。DEFRA的研究表明，在该系统中，每人每年的参与时间约为2～6小时，参与成本约每小时5英镑，则整个国家的参与成本为每年5亿～15亿英镑。而IPPR认为，每人每年的参与时间约为1.6～3小时，整个国家的参与成本为4亿～8亿英镑，若个人不作为清缴的主体，则参与成本为零。另外，也可运用碳价的影子价格对碳减排政策的成本进行评估，但影响影子价格的因素也具有多样性，评估结果具有不确定性。

许多学者认为，消费者对碳减排政策的不同反应会形成不同的碳减排成本，例如Fleming[38]2-7认为下游个人碳交易能够保障消费者最大程度参与碳减排，加强消费者责任感和环境意识，有助于产生具有更低减排成本的减排方式。但DEFRA[58]以2013年的碳减排量为约束，下游个人碳交易未通过成本-收益检验；IPPR[57]的研究表明，个人碳交易的减排成本和总成本低于其他减排政策，在实践中具有实施的可能性。由于个人碳交易额外的碳减排效果和成本无法进行定量估计，即使两者测算的结果有所差异，但仍不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实施。

4.2   效果
效果指环境政策能否实现规定的碳减排目标，多表现为环境改善的效果。Smith等[59]研究指出，除上述直接的环境效果外，还包含经济效果（economic effectiveness）、动态效果（dynamic effectiveness）、软效果（soft effectiveness）。所谓的广泛的经济效果，则是对价格、技术创新、收入分配、就业以及对贸易的影响；动态效果，则是在该减排政策刺激下产生的新产品和新技术，即有助于长期内碳排放量的减少；软效果，则指碳减排政策所引起的消费者态度和行为变化，即亲环境行为的变化（短期和长期变化）。学者对碳减排效果的评估做了较为丰富的研究，对不同碳减排政策的碳减排效果具有争议。

碳税具有较好的碳减排效果。例如，Malueg[60]的研究表明，与其他的碳减排政策相比，在刺激企业改用污染小的技术以及促进新技术扩散方面，排污收费的效果优于排放补贴、可交易许可证及其他环境目标相同的环境政策；Tietenberg[61]基于静态净污成本进行了实证研究，表明碳税会形成较强的刺激效应，促使减少碳排放；Parry[62]运用成本收益分析工具研究表明，在交通领域征收碳税和车辆税有助于提高交通领域的技术并改变消费者的出行习惯。

碳税和个人碳交易优于现行的能源税。例如，Parag[48]进行了样本容量为1 096个英国居民的碳减排政策意愿调查，表明由于经济和亲环境的因素，在相同碳减排成本的约束下，碳税和个人碳交易的接受度均高于纯粹的能源税，根据两者所制定的碳减排政策对于个人碳减排意愿具有较大影响，且在个人碳交易框架下具有环境保护的溢出效应，个人碳交易具有更大的碳减排潜力 。

个人碳交易优于碳税。例如，Owen等[63]研究表明，个人碳交易的公众接受度高于上游的碳交易和碳税；范进等[64]研究认为消费排放权交易属于帕累托次优解，可以将消费者纳入到碳减排机制，且在此基础上基于实验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表明，该碳减排机能够刺激消费者选择低碳产品；Raux等[65]对法国的司机进行了意向调查，表明个人碳交易比碳税更容易促使司机选择碳排放量较少出行方式，形成新的“社会规范”；Zanni等[66]认为个人碳排放权更易于被消费者接受，有效促进低碳技术的发展与扩散，促进消费者选择低碳的生活方式，减少生活中的碳排放。

个人碳交易和碳税在不同的碳减排任务内具有不同的碳减排效果。赵立祥等[66-69]基于个人碳交易理论提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碳户籍理论，基于碳户籍理论对私家车减排效果进行了研究，表明碳税和碳税制度均可以减少私家车领域的碳排放：当碳减排任务较小时，个人碳交易更优；当减排任务较大时，碳税具有更好的碳减排效果。

碳补贴是其他减排政策的有益补充，例如，Yang等[49]认为补贴政策在短期内有助于消费者购买低碳甚至是无碳的产品和服务。杨仕辉等[70]运用碳补贴三阶段博弈模型研究表明，当企业的最优减排率与本国政府制定的碳补贴率正相关时，实施碳补贴可以提高企业的单位减排量，激励企业进行碳减排的技术创新。盛丽颖[71]对英国、欧盟、日本、美国、印度、韩国实施企业碳补贴的效果进行比较分析，研究表明，补贴政策的效果在不同的阶段具有不同的表现。

综上所述，消费领域的碳税和个人碳交易是学者争论的焦点。个人碳交易相较于碳税和补贴政策具有较强的碳减排约束，引导消费者改变行为习惯，形成新的社会规范，具有更大的碳减排潜力；较低实施成本是碳税政策实施的绝对优势；而相应的补贴政策有助于消费者选择低碳甚至是零碳排放的产品，促进节能和新能源产业的发展。

4.3   公平
公平是指个人拥有向大气排放污染的平等权利，以及环境政策实施后不同群体之间福利分配的公平性。

碳税的公平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碳税征收的横向公平，即碳税承担能力相同者同等纳税；另一方面，碳税征收的纵向公平，即碳税承受能力不同者承担不同的税。个人碳交易平均分配碳额，体现其分配的公平性。碳补贴政策具有政策导向性，旨在校正其他碳减排政策的外部性，弥补市场失灵和增进社会福利。个人碳交易将碳配额平均分配给消费者。但有学者提出平均与公平是否等价？

Starkey[72]提议国与国之间的公民应具有平等的碳排放权，并基于福利分配对比了碳税和个人碳交易公平性，表明两者具有相同的消费者剩余，通过比较公平性无法体现出哪一种政策更加优越。英国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网上调研表明，在1 000名被调查者中，有70%认为碳额的平均分配对碳额需求更多的人是不公平的，也从侧面反映资源禀赋不同则能源的需求量也有所差异[73]。Parag等[46]的研究表明，个人碳交易相较于其他的环境政策（比如碳税）更具有公平性，在碳税和个人碳交易具有相同减排量的前提下，碳税具有明显的累退效应。

总之，碳减排政策的实施至少不应该使低收入者情况恶化，若出现该情况，应该通过其他政策弥补，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5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全球应对碳减排的压力增大、生产领域碳减排弹性减小的背景下，基于学者们对消费领域碳减排政策的研究，回顾了碳税、个人碳交易以及补贴政策，并对效率、效果和公平进行比较评述，获得的主要研究结论有以下3点：（1）碳税操作便利，实施成本较低，具有减少碳排放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重红利的特点；但也有学者认为碳税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影响能源价格，进而引导消费者的选择行为，碳减排量具有弹性且容易形成累退效应。（2）支持个人碳交易政策的学者认为，人碳交易政策可以控制碳排放量，公平公正并且具有效率，有助于消费者形成低碳的消费习惯，提高消费者的环境意识，是一项具有碳减排潜力的政策；但其他学者认为个人碳交易成本高昂，有可能产生新的不公平以及与其他环境政策交叉效果的不确定性等问题，被认为是一项超前的碳减排政策。（3）消费侧的补贴政策有助于消费者选择低碳甚至是零碳排放的产品，进而引导生产领域生产低碳产品。

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对碳排放领域主要的碳减排政策进行展望：

（1）碳税作为一种广泛评估的政策，主要实施目的不同，碳减排的效果也具有差异。碳税的设计，应明确碳税的功能是以减少碳排放为主还是以增加财政收入为主。若以减少碳排放为政策目标，通过价格传导机制影响能源以及燃料的价格，但对于居民环境意识的提升具有相对较小的作用，容易形成累退效应。消费领域碳税政策的制定应具有针对性，避免其他政策需求减弱碳税政策的作用。

（2）个人碳交易虽然具有很大的碳减排潜力，但其效率和效果的不确定性以及公众的可接受度则需要进一步研究。将个人碳交易从思想过渡到政策，需要相当大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对个人碳交易的进一步研究可从以下4个方面展开：1）建立和执行成本、碳排放边界、分配效应等问题的评估。已有的研究表明，成本较高已成为个人碳交易转化为政策的障碍，成本的评估方案将会是个人碳交易进入现实政策的必要条件。个人碳交易方案的设计应该明确碳排放源的范围、碳排放责任，设计更为公平的碳额分配方案，避免产生新的不公平问题。2）消费者碳认知能力的培养。消费者碳认知能力是进行碳交易和碳减排的基础，培养消费者碳认知能力，有助于消费者作出更有利于碳减排的决策，对于如何提高消费者碳认知能力则需要深入研究。3）政策交叉问题。个人碳交易的碳减排覆盖范围与其他现存的政策极有可能存在交叉，政策交叉效果的评估则显得尤为重要，而碳税和补贴政策将会是个人碳交易的有益补充。4）研究方法的科学性。调查问卷、意向调查、访谈、焦点群体研究法、经济学方法是广泛运用的研究方法，由于个人碳交易在现实世界中的实验成本高昂，并且其结合了社会伦理学、心理学、行为学，属于一个交叉学科的研究范畴，实验经济学为该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新思路。

（3）需求侧碳补贴政策对消费者购买低碳排放甚至是零碳排放产品具有积极的引导作用，有助于促进国家新能源产品的研发和推广。但在制定节能和新能源产品的补贴政策时，应注意不同收入水平群体的需要，设计出更为有效的激励政策，特别是针对低收入群体的激励政策。补贴政策对消费者选择行为的影响需要根据消费者的实际支出进行实时追踪调研。同时，国家和地区也应该促进基础设施的建设（例如汽车充电站的建设），实现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并降低碳排放的双赢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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